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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民间的佛教信仰与国家治理——以北魏造像和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 

王翔龙 

（大连大学，辽宁省大连市，116622；18639886303@163.com） 

摘  要：北魏“皇帝即如来”政治理念的提出，给予佛教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北魏政权通过建立“帝身石像”

对这一资源进行利用以维护其合法性统治，具体体现在民间便是造像记中对国家、皇帝的祈福与赞美。以往学

界对于民间这一情况的研究多认为是对于北魏政权的认同，或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但民间造像的最主要目的

是为自身和亲人求得佛的庇护，至于其是否有出于对国家及皇帝的认同与祈福之心，尚不宜轻易下定论，需结

合具体的造像记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尽管如此，基于佛教信仰的民间造像活动，客观上也为北魏的国家治理提

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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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南北朝时期，佛教流行，开窟造像蔚然成风。南朝与北朝虽均有此种现象，但二者相比显然北朝的数量更

大、分布更广。北魏“令沙门敷导民俗”的政策和文成帝复佛后的官方开窟造像是北朝民间造像与造像记众多

的主要原因
1
。对于北魏统治者重视佛教的原因，《魏书·释老志》有清晰的记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

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1]。在法果“皇帝即如来”的号召下，礼佛如同礼拜君主，这自然能够为北魏统

治者所应允，并对北魏政权的合法性建构提供了方便。 

造像往往伴随有造像记的产生，造像记是镌刻在佛像碑的台座、光背或石窟里靠近佛像石壁上的铭文，内

容涉及造像的时间、造像者、造像对象、发愿对象、祈愿内容等。它是了解北魏民众佛教信仰最直接的资料，

以往学界对此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2
。不过北魏造像大多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由团体（其中大约有一半

被称为“义邑”
3
）所造，虽表达了造像团体普遍性的群体认知和愿望，但参与造像的人员毕竟不都同属于一

个阶级，用造像记统一去涵盖他们的佛教信仰便有失公允。故需要考虑到他们各自的造像动机，了解造像背后

的真正原因。正如柯林武德所说的那样：“历史事件却绝不是单纯的现象，绝不是单纯被人观赏的景观，而是

这样的事物：历史学家不是在看着它们而是要看透它们，以便识别其中的思想”[2]。这些动机虽各有不同，却

在北魏国家崇佛背景下，共同推动了国家治理。 

 
1 南北朝造像与造像记数量有较大的差异，除了上述原因外，刘淑芬认为南朝的禁碑令、符伍制与对中国撰述经典监控严

格也有关联。参见刘淑芬：《从造像碑看南北朝佛教的几个面向——石像、义邑和中国撰述经典》，林富士主编：《中国史新

论（宗教史分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第 217～258 页。 
2 暂举几例，如佐藤智水：《北朝造像铭考》，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56～115 页；侯旭东：《佛陀相佑：造像记所见北朝民众信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石松日奈子著，筱原典生译：《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年。 
3 北朝山东地区称这种佛教僧俗共同组建的信仰组织为“法义”或“法仪”。参见刘淑芳：《香火因缘——北朝的佛教结

社》，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第 254～260 页。为方

便书写，以下简称“义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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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官方造像与政权合法性建构 

终北魏一朝，除太武帝灭佛这一极端事件发生外
1
，北魏统治者均对佛教持尊崇之态度。法果提倡“皇帝

即如来”无疑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原因： 

初，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

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3]。 

法果把世俗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结合了起来，为礼佛和拜天子之间寻找了一个合适的理论依据，云冈第 13

窟（如图 1 所示）即是这一具体体现。该窟的主像为交脚弥勒像，“该像右足面上发现镶嵌有两颗黑石，直径

约 6.5 厘米，这一点恰好与史书中‘颜上足下，各有黑石’的记载相吻合。由此我们认为，云冈第十三窟的本

尊造像正是文成帝复法之当年（452）由沙门师贤主持所凿的‘帝身石像’”
2
。 

 

图 1 第 13 窟主像：交脚弥勒像
3
 

昙曜五窟的修建，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完成，即现今窟号为 16～20 的 5 个大型窟，每一窟分别对应

北魏的一位君主
4
。北魏政权大力修建昙曜五窟，想必不会单单只作为信仰的场所，石松日奈子认为其“很明

显不是观佛的场所，表现的是仿照皇帝的佛陀像，是北魏国家最具纪念性的建筑物”[4]，叶原将其称之为“君

佛合一”
5
。五窟为北魏五帝而设，那么其也就具有了祖庙的意味。北魏祖庙“嘎仙洞”正是建于石室之中（如

图 2 所示），而佛教石窟的外形结构与鲜卑祖庙的建造要求契合，进一步拉近了北魏统治者与佛教之间的关

系： 

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

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5]。 

 
1 太武帝灭佛事件原因复杂，详见张箭：《三武一宗抑佛综合研究》，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5 年，第

1～50 页。因不是本文论述重点，此不赘述。 
2 陆屹峰、员海瑞：《云冈石窟开创问题新探》，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编著：《云冈百年论文选集（一）》，北京：文物

出版社，2005 年，第 252 页。该像的面部虽被包泥彩绘所覆盖，无法确定“颜上”的具体位置。但北魏平城建筑所用材料包含

黑色石核的可能性甚微，这两颗黑石应是人工嵌入，正符合史书记载，故这尊石像应是帝王造像。参见张焯：《云冈石窟编年

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年，第 90 页。 
3 转引自李恒成：《云冈石窟与北魏时代》，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年，第 57页。 
4 学界对于这五窟具体所指向的北魏帝王存在争议，如杭侃认为第 16 窟应为文成帝。参见杭侃：《云冈第 20 窟西壁坍塌

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文物》，1994 年第 10 期。而赵一德则认为第 16窟所造像为神元皇帝拓跋力微。参见

赵一德：《云冈昙曜五窟的帝王象征》，《天津师大学报》，1991 年第 2 期。不过这五窟所指的是北魏帝王应是确切无疑的。 
5 转引自叶原、彭丽：《略论北魏复佛初期造像中的君佛合一观念》，《美术观察》，2020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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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法果“皇帝即如来”的影响，北魏石窟的建造者有意提升了佛像的神圣地位。以云冈石窟为例，

其“窟制设计都以像为中心，突出礼佛的意义；而以塔为中心的窟制设计只占有限的比例，即使是有塔，也以

塔像结合的方式呈现，摒弃了印度佛塔当中单纯突出涅槃的意义，而功能上兼顾了观佛、礼佛的目的”[6]。这

种造像所造成的影响直到孝文帝时期仍有所体现，如古阳洞的《辅国将军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载： 

开国子仇池杨大眼诞承龙曜之资远踵应符之胤禀英奇/于弱年挺超群于始冠其也垂仁声之未闻挥光也摧

百/万于一掌震英勇则九宇咸骇存侍纳则朝野必附清王衢/于三纷扫云鲸于天路南秽既澄震旅归阙军次行路迳

/石窟览先皇之明踪睹盛圣之丽迹瞩目彻霄泫然流感/遂为孝文皇帝造石像一区凡及众形罔不备列
1
。 

杨大眼南征后路过龙门石窟，“览先皇之明踪”而“泫然流感”，佛像与皇帝显然在其心中已近乎等同。

在那个底层民众普遍信佛的年代2，佛教经过官方的倡导，势必会对民间有所影响，建构起北魏政权的合法性。

“仪式表演本身就引导人们接受权威，而权威是宗教观点的基础”[7]。民间造像大多是为了赚取现实的利益

和对亲人的超度、祈福，前者的实现显然要靠世俗统治者的支持。而民间造像主要体现的是主体的虔诚性和行

为对象的神圣性。因此，礼佛之举在某种程度上蕴含了对君主的崇敬之意，并彰显了北魏政权的神圣性。国家

的兴盛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由此观之，“北魏佛教不是自上而下强迫贯彻的思想，而是符合来自民间

的对权力者颂扬的需要而存在的，这体现了北魏佛教作为支撑统治机构的意识形态而发挥其作用的真实情况” 

[8]。 

 

图 2 嘎仙洞
3 

2. 民众造像与国家崇拜之关系 

佛像作为一种宗教符号，可以被用来增强政权的合法性，但这种利用通常不便言说，以避免直接冒犯宗教

的神圣性。为了便于“敷导民俗”，沙门这时充当其代为宣传的角色。一些僧尼的造像记中直接点明了此项目

的，如正始二年（505）僧晕造像记： 

 
1 转引自曹社松、焦建辉、刘洵：《龙门古阳洞杨大眼龛雕凿年代考察》，《中原文物》，2016 年第 2 期。 
2 何兹全认为五六世纪“民间收藏的佛经，多于儒家六经数十百倍，可见佛教在民间社会的地位和它在民间社会可能发挥

的影响。五六世纪民间社会是佛教的天下”。参见侯旭东：《佛陀相佑：造像记所见北朝民众信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18 年，序，第 1 页。 
3 转引自石松日奈子：《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第 2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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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十六年，道人僧晕为七帝建三丈八弥勒像、二菩萨丈造素，至景明二年铸镌讫竟，正始二年岁次乙西

二月壬寅朔四日铭。旨三州教化，大像用赤金卅六万六千四百斤，黄金二千一百斤，二菩萨用赤金四万六千斤，

黄金一千百斤。 

大魏今上皇帝陛下，忠慕追玄，孝诚通敏，班旨三州，宁宣功就，略表始末，铭之后代耳。七宝瓶。前定

州刺史彭城王元勰，定州刺史城阳王元鸾[9]。 

此外，僧尼造像有时并非出于自身的佛教信仰，而仅仅是为北魏皇室祈福。如太和七年（483）追远寺众

僧造像记： 

大代太和七年，岁次癸亥，合追远寺众僧，颍川公孙小，劝所道俗，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太子敬造

千佛，愿缘此庆，福钟黄（皇）家，祚隆万代，普济众生[10]。 

以沙门之口为皇帝歌功颂德在一定程度上要比官方直接下令更为真实可信，该造像记中将“普济众生”的

责任指向“皇家”。在沙门看来，原本如来普济众生的宏愿或许可通过皇帝的权力得以实现，《长阿含经·转

轮圣王修行经》中详细记载了世俗君主以正法治世所带来的幸福盛世： 

时此大地坦然平整，无有沟坑、丘墟、荆棘；亦无蚊虻、蛇蚖、毒虫。瓦石、沙砾变成琉璃，人民炽盛，

五谷平贱，丰乐无极。是时当起八万大城，村城鄰比，鸡鸣相闻[11]。 

在官方支持和不违背佛教经典的情况下，沙门很可能会在民间宣扬国家与皇帝的神圣地位及其重要作用。

受此影响，民众造像的皇权崇拜与为君主祈福之意在北魏孝文帝之后得到了广泛的体现
1
。如景明元年（500）

牛伯阳等造像记： 

景明元年庚午朔一日庚午，封牛伯阳共诸邑子为皇帝造像一区（躯）[12]。 

景明四年（503）张村合邑 80 人造像记中载： 

景明四年，下张村合邑捌拾人为皇帝造石像一区（躯）[13]。 

有的造像记则表现得较为具体，如延昌四年（515）张安世造像记中载： 

当今皇帝御世，万邦斯顺，善化垂范，群迷心返。伏闻一念之善，获无尽之功；一米投厨，致恒沙之果。

是以张安世，体识虚空，识真正法，减割家珍，张安世人身造石像一区（躯）。上愿帝主康宁，祚延无穷，若

洛（落）三徒（途），不迳八难[14]。 

在民众造像记中，经常会看到“上为皇帝”“上为国家”“上为皇家”“为皇帝陛下”“为皇帝造”“为

国主”“仰为皇帝陛下”等用语，说明民众对于国家和皇帝已经有所了解。然而，这类内容在造像记中所占比

例较小，通常仅有寥寥数语，且多遵循一定的固定格式2。较为典型的是建义元年（528）常申庆共妇女邑子 50

人等造像记： 

大魏之世，健仪（建义）元年，岁次戊申，七月丙辰期，十四日己巳，檀越主荡逆将军马户尉常申庆，共

妇女邑子五十人等，造玉石像一躯，高二尺五。上为皇帝陛下，中为所亡父母，下为妻子眷属，复为一切众生

[15]。 

这是一则义邑造像记，是具有多种背景的信徒共同建造，其中参与者大多是普通民众。侯旭东认为“多种

背景民众共同造像时尤热衷于为皇帝祈福”[16]，并且通过对五六世纪北方 1600 种纪年造像记的考察，发现

官吏、僧尼中存在国家与皇帝崇拜较多，官吏、僧尼造像占其总造像的比例分别为 13.3％和 7.9％，而平民仅

为 5.4％
3
。再加上民众造像为亲人祈福内容较多，或许是其主要目的、古代民众的知识水平普遍较低，识字者

较少，造像上的铭文很有可能不是由民众亲自书写，而是出自邑师
4
之手、一些造像记中仅出现“国主”“皇

 
1 参见佐藤智水：《北朝造像铭考》，第 90～91 页。在北魏孝文帝之前，体现国家崇拜的造像记仅存五例，分别为：太平

真君元年（440）王神虎造像记、太平真君三年（442）鲍篡造像记、太平真君四年（443）菀申造像记、太平真君五年（444）

朱业微造像记以及天安元年（466）曹天度造像记，且除鲍篡有具体身份外，其余四人均无法考证。参见邵正坤：《北朝纪年

造像记汇编》，第 1～6 页。 
2 张鹏认为北朝造像记的祈福的一般顺序为皇帝-师僧-父母-兄弟-眷属-众生。参见张鹏：《以造像记为对象的北朝佛教本

土化考察》，《宗教学研究》，2010 年第 4 期，第 92 页。 
3 参见侯旭东：《佛陀相佑：造像记所见北朝民众信仰》，第 217 页。 
4 佐藤智水认为“造像记文字可看作是出自教化僧之手或是在教化僧指导下所作，因此皇帝崇拜的祈愿是符合他们的教化

方针的”。参见佐藤智水：《北朝造像铭考》，第 92 页。有关邑师的讨论，参见刘淑芬：《中古佛教政策与社邑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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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等词语，难以确定民众是否真正了解其具体所指，抑或是依照以往的造像记模板进行制作等原因
1
。因此，

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程度究竟如何，我们似乎难以得出一个具体判断。 

尽管是这一情况，但北魏造像记中反复出现为皇帝与国家祈福的话语，潜移默化中也会对民众的心理产生

影响。造像记中的“上为”、“下为”等词语的出现，已暗示出社会存在等级秩序
2
，并将其用宗教的形式表现

出来。正如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说的那样： 

正是在仪式中——就是使行为神圣化——认为“宗教概念是真实的”和“宗教指令是合理的”这类信念以

某种方式产生出来。正是在某种仪式形式中——即使这个形式几乎不过是背诵神话，请教神谕或者是装饰坟墓

——宗教符号在人们中引发的情绪和动机，与它们为人们形成的有关存在的秩序的一般概念相遇并互相加强

[17]。 

“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大夫济济，士跄跄，庶人僬僬”[18]。这种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一直为中国古代

社会所尊崇，造像记体现了这一观念，并赋予其神圣化的色彩。“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劝教，然后尽其

力”[19]，通过对这种政治秩序的教化，无疑为北魏统治者树立崇高形象提供了极大的助力。另外，造像作为

一种集体性的宗教活动，其“首要作用就是使个体聚集起来，加深个体之间的关系，使彼此更加亲密”[20]。

故造像活动促进了社会和谐，推动了北魏的国家治理
3
。 

3. 对官吏大族造像记的再思考 

以上讨论的主要是僧尼造像和民众造像，但在北魏的民间造像中，还有一类造像是由官吏大族所作。此类

造像的发起者往往佛教素养较高，家境丰裕，且与北魏政治有着密切关联。如永平四年（511）黄元德造像记： 

大代永平四年，二月十日，清信士五品使黄元德弟王奴等，敬造弥勒像一区（躯），并五十三佛。为亡母，

愿亡母托生西方妙乐国土，若（生）人间王侯长俊；愿合门大小，见在安隐（稳）；复愿一切众生，离苦垢，

咸同斯福，一时成佛[21]。 

该造像者出身官僚家庭，作为主要出资者，可见其经济条件优越。造像记中提及“五十三佛”这一具体名

称，表明对于佛教教义也有一定的了解。礼敬五十三佛具有消灾免难、得遇诸佛的好处：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及余一切众生，得闻是五十三佛名者，是人于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不坠恶道；若复有人能

称是五十三佛名者，生生之处常得值遇十方诸佛；若复有人能至心敬礼五十三佛者，除灭四重五逆及谤方等皆

悉清净。以是诸佛本誓愿故，于念念中即得除灭如上诸罪
4
。 

反观民众造像记，出现具体佛名的造像记则较少。徐婷通过对云冈 21 条民众造像题记(不含社邑造像)的

分析，认为“民众题记所涉及的佛名内容而言，佛名缺失的现象很普遍，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22]。由此可

以看出，官吏大族的佛教信仰相较于普通民众更为深入。 

在此基础上，或许可以对其造像记进行一番新的释读。以往学界对于官吏大族造像记中为皇帝、国家祈福

的政治性话语，多认为是“凸显了官吏群体面向世俗生活的心理需求。官吏阶层的发展依赖于国家政权的稳定，

他们更加关注于现实世界的安稳与发展，希望能够持续获得国家政权的荫蔽”[23]。虽说并无错误，但这一观

点似乎并不够全面。如孝昌二年（526）帝主元氏法义 35 人造像记中载： 

 

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 1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43～246 页；邵正坤：《北朝造像记所见“邑

师”》，《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4 期。 
1 参见侯旭东：《佛陀相佑：造像记所见北朝民众信仰》，第 217 页。 
2 魏宏利认为这种现象是君主地位加强的反映。参见魏宏利：《试论北朝关中造像记祈愿对象及内容所见文化意义》，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第 77～78 页。 
3 民众共同造像的这份情谊，刘淑芬称之为“香火因缘”。参见刘淑芬：《香火因缘——北朝的佛教结社》，第 228～234

页。 
4 《大正新修大正藏》第 20 卷《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第 664 页。此外，关于“五十三佛”的出处，张亮提出另一

可能来源，即《佛说无量寿经》。该经典同样强调其具有消除罪业的功用。参见张亮、贺越洋：《四川丹棱石佛湾、佛儿崖石

窟中的五十三佛、二十五佛造像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20 年第 5 期，9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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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魏孝昌二年，九月丁酉朔，八日甲辰，帝主元氏法义卅五人，敬造弥勒像一躯，普为四恩三有，法界众

生，愿值弥勒[24]。 

“帝主元氏法义”是北魏皇族义邑，但并没有明言对国家、皇帝的祝福，而是用“四恩三有”
1
代替之，可

见其佛教素养较高。“四恩”是指父母恩、众生恩、国主恩和三宝恩，意为佛教修行者应常怀感恩之心；“三

有”是指众生轮回的三种状态，即欲有、色有、无色有，也可指代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意为提醒修行

者要认清轮回的本质，努力修行，早得解脱。类似的造像记还有普泰二年（532）邢安周造像记： 

唯大魏普泰二年，岁次壬子，七月辛丑朔，十五日，镇远将军、介休男邢安周敬造砖浮图一级，石像一。

上为七世、所生父母、现存眷属，士（仕）进高荣。伏愿国祚延康。 

浮图主白水郡沙门都比丘僧进，愿道心坚固，四恩三有，普蒙斯庆，所愿从心[25]。 

邢安周与僧进共造一像。回向文中的“伏愿国祚延康”应受到了僧进“四恩三有”的影响，而不仅仅只具

有世俗功利性的一面。《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介绍了世俗君主的种种恩德，并认为： 

若有人民能行善心，敬辅仁王，尊重如佛，是人现世安隐丰乐，有所愿求无不称心。所以者何？一切国王

于过去时，曾受如来清净禁戒，常为人王，安隐快乐。以是因缘，违顺果报者皆如响应，圣王恩德广大如是[26]。 

尊崇君主不仅能实现愿望，还可能带来福报；反之，则可能招致相应的报应。难怪对佛教有一定素养的官

吏大族会造像为世俗君主及其国家进行祈福。此外，通过对北魏造像记的考察可以发现，民众造像与官吏大族

的造像活动在某些情况下存在重叠的情况，即二者会通过参加义邑共同造像。上述建义元年（528）常申庆共

妇女邑子 50 人等造像记和孝昌二年（526）帝主元氏法义 35 人造像记便是如此。 

古代造像花费较大，一般民众独自负担不起，因此会结为义邑共同造像。然而，官吏大族则不会有此忧虑，

为何也要与民众一起造像？北魏虽说有“令沙门敷导民俗”的政策，但却并不要求官吏大族也要用佛教去教化

百姓。故这一现象的形成并不是一定有政治目的，而要从官吏大族的个人佛教信仰处考虑。如六世纪较为流行

的《像法决疑经》中载： 

善男子，若复有人，多饶财物独行布施，从生至老。不如复有众多人众，不同贫富贵贱，若道若俗，共相

劝他各出少财聚集一处。随宜布施贫穷孤老恶疾重病困厄之人，其福甚大。假使不施，念念之中施功常生无有

穷尽。独行布施，其福甚少[27]。 

虽只言及布施，但与造像却同属于造作功德的一种方式。单独聚财至一处“其福甚少”，那也只能号召民

众一起造像以获得更大的功德了。同时民众也需要官吏大族的支持从而完成造像，二者皆希望通过造像以求得

现实的利益。对此《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中详细列举了造像之好处，暂举一处： 

若有人于生死中，能发信心造佛形象，比未造时相去悬隔。亦复如是，当知此人在在所生净除业障，种种

伎术无师自解。虽生人趣得天六根，若生天中超越众天，所生之处无诸疾苦。……亦复不为毒药兵仗虎狼师子

水火怨贼如是横缘之所伤害，当得无畏不犯诸罪[28]。 

总之，官吏大族造像记中对国家和皇帝所作的祝福语，应从多角度进行考察，其中可能不仅包含政治性因

素，还涉及宗教、文化乃至个人信仰的深层动机，而官吏大族组织义邑同时也存在着这些因素
2
。不过，相较

于一般民众的造像记，这一类义邑造像记对国家、皇帝的指向性更为明确。无论官吏大族是否具有以佛教教化

民众的意图，但他们实际上都扮演了国家“话语人”的角色。并且他们在造像之外还会为积攒功德进行造塔、

建寺、修路、施饭等有利于维系社会稳固的事情，以增进民生福祉3。 

 
1 刘淑芬将北朝造像记中“四恩三有”的表现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直称回向“四恩三有”；另一种则细数 “四恩三有”

包括的各种对象。参见刘淑芬：《香火因缘——北朝的佛教结社》，第 225～228 页。 
2 邵正坤认为还有“通过强调家族系谱，来强化自身及家族在村落中的地位”“援引国家权力，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两个原因。参见邵正坤：《北朝的村落与权力——以造像记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4 年第 5 期，第 91～93页。 
3 《佛说诸德福田经》中载：“佛告天帝，复有七法，广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谓为七？一者兴立佛图僧房

堂阁；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牢坚船济度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度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

得饮；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是为七事得梵天福”（《大正新修大正藏》第 16 卷《佛说诸德福田经》，第 7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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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正如汤用彤所言，北朝造像的“宗旨自在求福田利益”[29]。无论处于何种阶层，人们造像的共同目的首

先是为自己和亲人求得果报，其次才能从阶级的角度加以区分。“宗教为不同阶级的人们发挥着至少有某些不

同的功能。或者换个方式讲，人们倾向于根据自己的社会阶级地位，企图在宗教中寻找或建构不同的东西” 

[30]。北魏官方造像是为了树立政权的合法性，从而“令沙门敷导民俗”；官吏大族造像是出于个人佛教信仰

和政治等原因，组织义邑造像完成其目的；民众则只是为了切身利益，积极参与义邑造像。他们的造像目的各

不相同，但却共同达成了一个原先或许并不在意的目标：推进北魏的国家治理。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

所说的那样： 

在历史里面，人类行动除掉产生它们目的在取得的那种结果——除掉他们直接知道欲望的那种结果之外，

通常又产生一种附加的结果。他们满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还有潜伏在这些行动中的某种东西，虽然它们

没有呈现在他们的意识中，而且也并不包括在他们的企图中，却也一起完成了[31]。 

无论是官吏大族，还是普通民众，他们并没有特别关注到国家治理层面。但却正是由于其出于私欲的造像

目的，推动了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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